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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个人所得税反避税规则的优化

———以税务透明化背景下高净值人群跨境避税与税收征管为视角

郝琳琳

【摘　　要】长期以来，高净值人群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资源调配优势进行个人财富的税
务筹划，常用的避税手段包括利用关联方转让定价、设置离岸避税架构、弃籍取得非居民
身份等。ＣＲＳ和我国新 《个人所得税法》的施行逐渐挤压了其避税空间，但我国个人所得
税反避税规则仍亟须优化。在 《个人所得税法》中引入具体明晰的特殊反避税条款、将
“合理商业目的”和 “经济实质”共同作为评判避税行为的标准以及构建执法程序中的反避
税规则等，都是税务透明时代优化反避税制度的进路和要求，也是共同富裕视域下维护公
平正义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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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高净值人群跨境避税致使税收流失并加剧贫富分化

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财富增长，我国高净值人士①数量逐年攀升。根据招商银行发布的统计数
据，２０２０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规模达２４１万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在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以上
的中国高净值人士数量达２６２万人，预计２０２１年底该人群数量将接近３００万人，拥有可投资资产总
额将超过９０万亿元人民币。② 但是，与高净值人群财富占有比重不相匹配的是其个人所得税的税额
比例。高净值人群税收流失，工薪阶层的工资性收入成为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主要来源，③ 这一现
象值得研究。
实际上，长期以来，高净值人群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资源调配优势进行个人财富的税务筹划。其

各类金融账户的财产信息无法被税务机关准确获知，因而这些资产一直处于隐秘状态，成为税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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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称 “高净值人士”参照了招商银行各年度发布的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使用的标准，指拥有可投资资产在１０００万元人民
币以上的个人。
《招商银行发布 〈２０２１中国私人财富报告〉》，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６９９９９６５３３５６６９２１５４３＆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ｐｃ，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６日。

方东霖、杨沛民：《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研究》，《税务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７期，第１３８页。



盲区。高净值人群常用的避税手段除了直接移民移资以外，还包括：利用关联方之间的转让定价进
行交易；在国际避税地建立离岸架构，长期不作分配而将利润累积于海外避税地；利用离岸公司或
者信托等所在地与我国签署的税收协定给予的优惠实施间接股权转让而避税；等等。
然而，与高净值人群通过信托、基金或离岸金融账户等进行多样化跨境避税形成反差的是，我

国个人反避税制度长期以来几近空白，特别反避税条款和一般反避税条款长期缺位。直至２０１８年，
第七次修正的 《个人所得税法》才引入了反避税规则。虽然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制度使高净
值人群的海外账户信息变得更为透明，有助于减少移资海外避税现象的滋生，但防范跨境避税除了
获取税务信息以外，更有赖于完善的反避税制度和强大的税收监管能力。
如前述，我国部分高净值人士通过调配资源进行多元化跨境避税，已严重侵蚀税基。实际上，

高净值人士 “为富不税”不仅导致税收流失，而且加剧了贫富分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① 在 《个人所得税法》中引入具体
明晰的特殊反避税条款，将 “合理商业目的”和 “经济实质”共同作为评判避税行为的标准以及构
建执法程序中的反避税规则，同时强化个人所得税反避税国际合作，不仅是税务透明时代优化反避
税制度的进路和要求，也是共同富裕视域下维护公平正义的题中之义。

二、双管齐下：ＣＲＳ与新 《个人所得税法》共同推进税务信息跨境交换

（一）从财产隐匿到信息交换：ＣＲＳ开启税务透明时代
前文指出，高净值人士凭借资源调配优势进行个人财富的税务筹划，其各类金融账户的财产信

息无法被税务机关准确获知，因而其财产一直处于隐秘之中，成为税收的盲区。然而，互联网时代
的信息技术使金融账户信息的自动交换变得轻而易举，加之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各国财政困难，逐
渐催生了ＦＡＴＣＡ （《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案》）② 和ＣＲＳ （“共同申报准则”）。早在２０１４年，ＯＥＣ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打击跨境逃税行为，就发布了 《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简称
“ＡＥＯＩ 标 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ｘ
Ｍａｔｔｅｒｓ）。③该标准是由ＣＲＳ和 “主管当局间协议范本”两个部分组成的。其中，ＣＲＳ主要是关于金
融机构收集、报送外国税务居民 （包括个人与企业）账户信息的程序与要求。
在Ｇ２０的推动下，ＣＲＳ很快就引领了多个国家 （地区）共同参与编织信息互通的罗网，实现了

国际社会过去一直难以企及的目标：将个人的境外金融账户信息交换回其税务居民所在国。截至

２０１９年７月，已有１０６个国家 （地区）签署实施 “ＡＥＯＩ标准”的多边主管当局协议，其中９２个国
家 （地区）已开展相关信息交换。④ 在ＣＲＳ之前，信托等离岸架构因其制度的优越性和信息的保密
性而成为高净值人士国际避税的主要形式。但是，根据ＣＲＳ的合规要求，离岸信托须进行金融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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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２１－０８／１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３１７８０．ｈｔｍ，２０２１年９月

１６日。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８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 《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案》（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ｃｔ，ＦＡＴＣＡ），规定非美
国金融机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有义务鉴别并披露其美国账户持有人，向美国国内收入局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报告美国账户持有人的详细信息并承担代扣代缴义务，否则，该金融机构来源于美国的任何收入款项都将被征收３０％
的预提税。转引自张泽平、杨金亮：《美国 〈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案〉及其背后的战略意图》，《涉外税务》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

３８页。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ｘ　Ｍａｔｔｅｒ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ｏｅｃｄ－ｉ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ｒｇ／ｄｏｃｓｅｒｖｅｒ／

９７８９２６４２１６５２５－ｅｎ．ｐｄｆ？ｅｘｐｉｒｅｓ＝１６２８４２８３１１＆ｉｄ＝ｉｄ＆ａｃｃｎａｍｅ＝ｇｕｅｓｔ＆ｃｈｅｃｋｓｕｍ＝５５９９４６Ｃ９０Ｂ３６８ＦＡＤＢ０７ＡＣ４０ＡＥ７７Ｆ４Ｆ７１，

２０２１年８月６日。

参见 《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简介》，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ｔａｘ．ｇｏｖ．ｃｎ／ａｅｏｉ＿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８月６日。



信息的申报和识别。①

在ＣＲＳ的要求之下，金融机构应当汇总报送包括纳税人识别号在内的境内分支机构的非居民账
户信息。② 机构账户持有人若为具有非居民控制人的消极非金融机构的，还应报送相关非居民控制人
信息；此外，还须报送各类金融账户及账户余额或者净值。对于截至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账户加总余
额超过二十五万美元的存量机构账户，金融机构应当在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完成对账户的尽职调
查。③ 在ＣＲＳ环境下，财富所有人、控制人乃至受益人均须面对被透明化的趋势与潮流。

（二）与时俱进：新 《个人所得税法》挤压避税空间

ＣＲＳ的施行，促使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反避税立法也与时俱进。个人所得税反避税条款的设计
借鉴了企业所得税法的经验，针对违反独立交易原则买卖商品、利用境外低税区域避税、仅为获
取税收利益而实施的 “不合理商业安排”等个人避税行为，规定了税务机关享有依法进行纳税调
整的权力。④ 《个人所得税法》与 《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的反避税措施，无一不是对高净值人群
的 “量身定制”，从而进一步挤压了利用转让定价、离岸架构、家族信托等方式寻求避税利益的
空间。

１．回应ＣＲＳ：《个人所得税法》引入反避税规则
我国 《个人所得税法》反避税规则的主要规定在第８条，这一条列举了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

进行纳税调整的三种情形：一是 “个人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本人或者
其关联方应纳税额，且无正当理由”；二是 “居民个人控制的，或者居民个人和居民企业共同控制的设
立在实际税负明显偏低的国家 （地区）的企业，无合理经营需要，对应当归属于居民个人的利润不作分
配或者减少分配”⑤；三是补漏规则，即 “个人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获取不当税收利
益”。税务机关有权对上述三种情形作出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应当补征税款，并依法加收利息。

２．离境清税：移民移资海外仍须课税
《个人所得税法》第１０条增加了 “离境清税”条款，亦称 “弃籍清税”。高净值人士今后以放弃

中国国籍的方式试图规避在中国境内缴纳个人所得税也将存在较大的税务风险，“因移居境外注销中
国户籍”的纳税人应依法办理清税申报。

３．行为后果：未申报境外资产须承担法律责任
其实，对我国税务居民来源于境内和境外的所得均征税，是 《个人所得税法》由来已久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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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认定为消极非金融机构的离岸信托来说，如果在其他金融机构持有账户，那么该离岸信托还需要向金融机构提供其实际
控制人的身份信息，以供金融机构进一步判定该信托账户是否属于需要识别和申报的账户。当消极非金融机构的实际控制人为
非居民个人时，金融机构就需要收集并提交包括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 （固定受益人和任意受益人）以及保护人等实际控制
人的税务信息。根据ＣＲＳ的要求开展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首先由一国 （地区）金融机构通过尽职调查程序识别另一国
（地区）税收居民在该机构开立的账户，按年向金融机构所在国 （地区）主管部门报送账户持有人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

账号、余额、利息、股息以及出售金融资产的收入等信息，再由该国 （地区）税务机关与账户持有人的居民国税务机关开展信
息交换，最终为各国 （地区）进行跨境税源监管提供信息支持。

具体而言，金融机构应当汇总报送包括个人账户及机构账户持有人的姓名 （名称）、现居地址、税收居民国 （地区）、居民国
（地区）纳税人识别号等基本信息。

参见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发布 〈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１７年第１４号）第２８条，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ｔａｘ．ｇｏｖ．ｃｎ／ｃｈｉｎａｔａｘ／ｎ８１０３４１／ｎ８１０８２５／ｃ１０１４３４／ｃ６０７７９９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８月６日。

参见刘昆：《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 （草案）〉的说明———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９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６３６页。

关于 “对应当归属于居民个人的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 （试行）》（国税发 〔２００９〕２号）第８４
条还作出了例外规定：“中国居民企业股东能够提供资料证明其控制的外国企业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可免于将外国企业不作分
配或减少分配的利润视同股息分配额，计入中国居民企业股东的当期所得：（一）设立在国家税务总局指定的非低税率国家 （地
区）；（二）主要取得积极经营活动所得；（三）年度利润总额低于５００万元人民币。”



原则，并非始于ＣＲＳ。此前，个人境外所得无法在中国足额申报纳税，主要是由于税收征管能力的
缺失。之所以难以追缴境外所得的应纳税款，主要是由于在实施税收情报交换之前，税务机关无法
准确获知个人的境外财产状况。税收情报的国际交换使得税务机关能够自动获得居民纳税人的境外
账户信息，如纳税人未申报缴税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承担行政责任的主要依据是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４条，① 税务机关除追缴纳税人不缴或少缴
的税款、滞纳金外，还可对纳税人并处罚款。承担刑事责任则以 《刑法》第２０１条为主要依据，纳
税人的行为构成逃避缴纳税款罪的，最高可处３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②

（三）暂付阙如：个人所得税反避税规则尚待优化
上述个人所得税反避税规则有力地打击了个人利用关联交易、离岸架构以及其他不具有合理商

业目的的特殊安排规避纳税义务的行为。毋庸置疑，在ＣＲＳ与新 《个人所得税法》的共同作用下，

税务信息的跨境交换得以推行，反避税的效率得到提升。然而，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反避税立法与
实践尚处于探索之中，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个人所得税法》的反避税条款不够具体明确。例如，反避税条款并未对 “关联方”“关
联关系”等关键术语进行界定，缺少确定 “独立交易原则”的评判标准，也未对 “正当理由”的认
定条件进行罗列和解释。《个人所得税法》虽将 “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作为 “兜底性”反避税条
款，但判断 “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依据却并未予以说明。过于概略的条款必然缺乏实践的可操
作性，不仅会降低税务部门反避税的执行力，也会因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引致对一般反避
税规则的滥用。此外，因缺乏判断 “合理商业目的”的客观标准，不同税务机关在甄别交易安排的
动机时极有可能出现 “同案不同判”的结果。

其二，“离境清税”规则模糊，难以适用。虽然 《个人所得税法》为限制高净值纳税人以移民方
式避税，设置了 “离境清税”的原则性规定，即注销户籍须办理纳税申报与税款清算，但除此以外
并无具体实施细则和操作指引。纳税人无法知悉到底是改变国籍即需要办理 “清税”，还是个人财产
达到一定数额才需要办理 “清税”，至于哪些财产或收益属于 “清税”的应税范围更是不得而知。因
此，对高净值人士弃籍移资中的避税行为进行规制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其三，《税收征收管理法》缺少关于自然人的反避税规则。《税收征收管理法》作为指导税务实
践的基本法律，其反避税范围理应包含企业与自然人在内的全部纳税主体。但是，以该法第３６条确
定的转让定价调整规则为例，其适用主体仅为企业，并不包括自然人。③ 这种适用范围排除自然人的
做法，降低了税务部门对自然人纳税人多样化避税行为的监管效率。

其四，反避税国际合作的范围与水平尚需进一步拓展和提升。目前，纳税人存放在尚未签署税
收情报交换协议或非ＣＲＳ缔约国家 （地区）的金融资产尚无法被有效监管；对于不属于ＣＲＳ交换范
围的非金融资产，如房地产、艺术品、古董等财产信息，税务机关亦无从掌握。因此，罗网有疏，

高净值人群仍有避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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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４条的规定，“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
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根据 《刑法》第２０１条的规定，“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
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
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３６条规定：“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
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

而减少其应纳税的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



三、优化反避税规则：整合 “合理商业目的”与 “经济实质”原则

虽然人为利用税法瑕疵或疏漏以减免税负的行为不仅有悖税法宗旨，而且背离了量能课税等基
本原则，因而具有实质违法性，但不同于节税和逃税，避税①在形式上具有合法的 “外衣”，仅属利
用法律的 “漏洞”来减少税款。与偷税和逃税行为相比，避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弱。因此，避税
承担的法律责任应是 “补税”而非 “处罚”，这才是对避税行为的恰当应对；相较于立法上的宽容谦
抑，反避税执法措施的缜密严苛是平衡漏洞与过激、防堵税款大量流失，尤其是限制高净值人士采
用信托、基金或设置离岸金融账户等多种方法跨境避税所必需的。

（一）拾遗补漏：特殊反避税条款明晰化
《个人所得税法》中的特殊反避税条款主要体现在对转让定价和避税地受控外国公司 （ＣＦＣ）的

纳税调整上。与大多数国家相似，我国在制定转让定价反避税规则时，也采用了粗线条原则规定的
方式。自然人转让定价与企业转让定价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生产经营是一般企业取得收入的主渠道，
通过关联交易转让定价来实现避税目的，而自然人利用转让定价避税的所得形式主要是财产转让
（含股权转让）所得、高附加值的劳务报酬所得以及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由此，自然人转让定价规
则不宜完全采纳企业转让定价的相关规定，对股权、特许权使用费以及高附加值劳务等交易的转让
定价也应成为 《个人所得税法》反避税规则的重心。此外，应尽量清晰界定特殊反避税条款所涉及
的基本概念。例如，对 “关联方”的解释，除了血缘关系，借贷、经营、雇佣等其他直接或间接利
害关系也应被涵盖其中。
与转让定价的反避税应关注企业与自然人的特点不同，受控外国公司的纳税调整规则不仅适

用于企业，也适用于自然人。《个人所得税法》中对受控外国公司的纳税调整规定同样极为简洁，
且并未对关键词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说明。针对受控外国公司的反避税措施， 《企业所得税法》第

４５条、《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 （试行）》第７６条提供了极具可操作性的依据。影响力较大的
“ＣＦＣ反避税第一案”，② 正是山东省税务机关适用上述规定，对一家香港公司应归属于其内地母
公司的利润进行的特别纳税调整。 《企业所得税法》对受控外国公司的反避税规定，值得在细化
《个人所得税法》同类制度时 “拿来”借鉴。其一是对关键词的定义。参照 《企业所得税法》中
的解释，个人所得税反避税规则中的 “受控外国公司”是指由居民个人或者由居民企业和居民个
人共同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低于１２．５％ （即 《企业所得税法》第４条第１款规定税率水平的

５０％）的国家 （地区），且并非出于合理经营需求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减少分配的非居民企业。
其二是判别 “控制”的标准。 “控制”的范围应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控制、经营依赖、购销垄断等
对外国企业构成实质控制的诸多方面。③ 其三是 《企业所得税法》对 “实际税负明显偏低”的甄别
方法对 《个人所得税法》依然奏效。这就意味着，外国企业适用税率低于１２．５％，可认定为 “实际
税负明显偏低”。

（二）一般反避税原则：不可忽视 “经济实质”
《个人所得税法》第８条第 （３）项作为一般反避税条款应能担当其责，其构成要件、认定标准、

遵循原则须进一步具体明确。认定 “避税”行为应遵从主观和客观两项标准，即主观上以 “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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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一般认为，避税是指行为人利用税法的漏洞，通过人为的异常的法律上的安排减轻税负或排除税法适用的各种不正当行为。

参见魏俊：《疏议我国受控外国企业反避税规则———以山东省某受控外国公司 （ＣＦＣ）特别纳税调整案为例》，《税务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８期，第６６～６９页。

对 “控制”的进一步具体解释，即：（１）居民企业或者中国居民直接或者间接单一持有外国企业１０％以上有表决权股份，且由
其共同持有该外国企业５０％以上股份；（２）居民企业，或者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持股比例没有达到第 （１）项规定的标准，但在
股份、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对该外国企业构成实质控制。



合理商业目的”来评价，客观上则以 “实质重于形式”来判断。

１．“合理商业目的”：排除避税的主观条件
一般反避税条款在反避税制度中属于 “底线”规则，即在竭尽其他办法均无法认定 “避税”行

为的前提下才能适用，以填补特别反避税规则的漏洞。《个人所得税法》增加了 “合理商业目的”一
般反避税条款，但尚无相关的具体说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１２０条虽然解释了 “不具有合
理商业目的”的内涵，① 然而，何谓 “合理”的 “商业目的”则既无定义也无列举，一般反避税规则
的不确定性也就显而易见。税务机关因此具有宽泛的自由裁量空间，这使得纳税人更难以对避税风
险进行判断和预警。
从一般反避税条款的文义来考量， “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应为避税行为的主观评价标准。然

而，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仅为其本人知晓，他人难以有具体的、可操作的判断标准。一般而言，纳税
人以获取税收利益为主要或唯一目的的交易安排应被认定为 “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具体可从三个
方面作出判断：第一，存在某项异常的交易或者活动安排；第二，该交易安排以获取税收利益为唯
一或者主要目标；第三，与正常交易相比较，该交易确实减少了应纳税额，实际取得了税收利益。

２．实质课税：一般反避税的客观依据
除了 “合理商业目的”主观评价以外，一般反避税还应遵循必要的 “客观”标准，以求 “主观

与客观”相一致。主观评价的目的是排除反避税规则的适用，但主观意图的难以举证必然促使反避
税执法机构寻求判断避税行为存在的客观依据，即只需证明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异常交易并导致
减税或者免税的结果，就可推定其具有避税的目的，除非该交易主体具有 “不以税收利益为主要或
唯一目的”的证据。实质课税原则作为税收立法与适用中的基本原则，在评判避税行为时自然不可
缺位。事实上，许多国家已经将其作为判断避税行为的主要甚至首要标准，因为就可操作性而言，
实质课税原则比商业目的规则在税收实践中更易于应用。其实，在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０９年颁行的
《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 （试行）》中，已经创造性地引入了 “实质重于形式”的审核原则，② 要求
税务机关在对企业交易行为进行纳税调整时应遵循其 “经济实质”；在２０１５年实施的 《一般反避税
管理办法 （试行）》中，又沿袭了这一规定。③ 由此，在个人所得税制度中，亦可参照这一做法，将
“实质重于形式”的审核原则与 “不合理商业目的”的判断标准共同适用于个人所得税一般反避税
执法。
追求利益最大化历来是商人的根本目标，税收利益自然也包含在商人追求的诸多商业利益之

中。尤其是在当前综合所得和经营所得税率相对较高的情况下，寻求专业人士提供税收筹划是高
净值人群的 “标配”。在税收筹划的合法性已被世界各国 （地区）认可的当下，又对以追求税收
利益为主的商业行为进行否定，在法律逻辑上确实很难自洽。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纳税人
的主观动机不仅难以证明，而且并非税法所能评价。无论如何，在对交易行为是否具有 “合理商
业目的”进行判断时，需要通过客观事实加以分析佐证， “经济实质”这一客观标准的地位也就
更加难以替代。
此外，税务机关在反避税执法中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损害纳税人的合法利益，故而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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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１２０条将 “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解释为 “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

根据 《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 （试行）》第９３条和第９４条的规定，“税务机关应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审核企业是否存在避
税安排”，并 “应按照经济实质对企业的避税安排重新定性，取消企业从避税安排获得的税收利益”。
《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 （试行）》第５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以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和经济实质的类似安排为基准，按照实质重于
形式的原则实施特别纳税调整。调整方法包括：（一）对安排的全部或者部分交易重新定性；（二）在税收上否定交易方的存在，

或者将该交易方与其他交易方视为同一实体；（三）对相关所得、扣除、税收优惠、境外税收抵免等重新定性或者在交易各方间
重新分配；（四）其他合理方法。”



要在一般反避税规则中设置纳税人权利救济条款，从而防止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行政权力。① 针对
不同类型的交易，还需要建立反避税案件类型化与案例指导制度，依每类案件的交易特点，规定每
种类型化案件的交易形式与实质，规范其适用规则和法律后果。这样不仅可以对类型化交易活动进
行有针对性的纳税指导，也可以尽量限缩税务机关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空间。

（三）弃籍课税：“离境清税”的适用条件和清算要求
建立 “离境清税”制度是世界各国对因移居境外而需注销本国户籍的纳税人的通行做法。在

征管实践中，主管税务机关应清算申请移民的纳税人的所得及财产，责令清缴尚未缴纳的税款，

并对其未变现的已孳生利息、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在 《个人所得税法》

中引入 “离境清税”条款之后施行的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并无 “清税”的具体条件与
“离境所得”的清算方法。国家税务总局应就此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税收部门规章，其中至少应
包含以下内容：注销户籍当年综合所得与经营所得的汇算清缴条件、其他所得的完税要求以及对
以前年度欠税的处理办法。② 清算所得的税率，则可参考 “综合所得”“经营所得”以外的其他类
型所得的税率形式，统一适用２０％的比例税率。如此，既能彰显税收公平原则，又不会加重纳税
人的税负。

（四）程序公正：税收征管中的反避税执法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３６条规定了税务机关有权合理调整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但是并

没有关于自然人转让定价的反避税规定，应在其中增加关于个人关联交易的纳税调整规则。比较
可行的方法是，参考新 《个人所得税法》将 《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税务机关反避税调整对象由
“关联企业”修改为 “关联方”，这样不仅将税务机关反避税执法相对人扩展至自然人，也将个人
所得税纳入反避税调整范围。同时，完善 《税收征收管理法》中自然人纳税人识别制度，依托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实现税收征管中的 “应收尽收”，避免税款流失；并构建适用于个人纳税人
的信用评级和信用修复制度。

（五）事先裁定：保障纳税人的信赖利益
事先裁定，亦称预约裁定，是税务机关对特定法律法规或者税收协定能否对特定纳税人拟进行

的交易，或已完成但尚未进行纳税申报的交易予以适用以及如何适用作出的裁定。事先裁定是对涉
案纳税人 “量身定制”的裁定，无法类推适用于其他纳税人。③

交易行为内容宽泛且形式多样，法律规则因无法准确前瞻难免会有疏漏，而反避税规则赋予税
务机关的纳税调整、核定税收等执法权力又给纳税人带来了税法条款适用上的不确定性。为减少因
这种不确定性对纳税人利益造成的损害，同时也为厘定避税与反避税行为的边界，纳税人与税务机
关之间进行事先的个案交流就显得尤为必要，事先裁定这一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之间的预先沟通机制
也就应运而生。

因此，在 《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应增加事先裁定制度，当纳税人对其预期未来发生的、有重要
经济利益关系的特定复杂事项难以直接适用税法制度进行核算和计税时，可以申请事先裁定。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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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如，可以在反避税规则中规定：允许纳税人在对认定结果有异议时，提供相关证据，经税务部门确认后对已认定结果予以调整。

具体而言，计算清算所得时，应将注销本国户籍者持有的股权或者投资性不动产等资产视同销售应税资产，并将实现的收入
（以注销户籍前一日的市场公允价值计量）减除取得资产时的成本、持有应税资产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以及资产损失后的余额作
为应纳税所得额。

事先裁定不同于已在国内实践多年的预约定价制度。虽然二者都是对特定纳税人拟进行的交易作出裁定或安排，亦均属反避税
制度的组成部分，但适用范围和裁定基础却有本质区别。预约定价安排主要是对关联交易的转让价格在某一特定期间内所应遵
循的标准达成的事前协议；而事先裁定的适用范围则更为广泛，涉及所得税、消费税、关税、税收征管乃至会计期间或会计方
法变更等诸多事项。



应规定事先裁定的适用范围、申请方式、法律效力和公开程度等具体操作规则。当纳税人遵从事先
裁定而出现未缴或少缴税款时，可免除其缴纳税款的责任。

四、余论：渐进的税务透明化激励财富合规传承

为应对ＣＲＳ与新 《个人所得税法》“双管齐下”的反避税规则，在２０１８年最后两个月内，国内
多位高净值人士再次寄望于离岸避税，并纷纷推出离岸架构升级版，力图通过在非ＣＲＳ参与国 （地
区）设置离岸家族信托等方式，规避纳税人信息自动交换，避免海外所得汇总在境内纳税。① 然而现
实的情况是，在税务透明化趋势下，那些 “久负盛名”的避税地也在出台相关法案或者制定相应措
施以期达到ＣＲＳ的 “标准”要求。以新加坡为例，其国内实际控制人登记备案制度正在悄然推行。
作为对冲基金、私人股权与房地产基金的重要投资地之一，新加坡自２０１７年３月起，就已经开始实
行实际控制人登记备案制度，要求包括非居民企业在内的各类公司、合伙企业等经营实体建立受益
所有人信息登记册，并建立反洗钱体系。自２０２０年始又施行更为严格的 “中央登记册”制度，要求
上述各类公司、合伙企业及非居民企业等，将受益所有人信息集中登记至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
指定的网站上，登记对象为 “受益所有人”，即拥有公司 “重大利益”或对公司有 “重大控制”的个
人或法人实体均须办理登记。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新加坡将登记 “中央登记册”的时间从

２０２０年５月延迟到当年７月。② 著名 “避税地”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也于２０１８年分别颁布了
《国际税务合作 （经济实质）法》③ 和 《经济实质 （公司与有限合伙）法》，④ 这两部法案的生效实
施，意味着我国税务机关可以更加容易地掌握中国居民纳税人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的
相关资料，纳税人的税务信息将越来越透明。
获取税务信息是税务机关实施反避税监管的前提条件，有效规制个人跨境避税行为还需依据实

体法中明确、可操作的反避税规则。虽然在２０１８年修正的 《个人所得税法》中增设了转让定价、受
控外国公司、一般反避税和弃籍清税条款，但相较更完备的企业反避税法律制度，《个人所得税法》
中的反避税规则仍十分抽象。本文提出了有利于实践操作的具体化建议。在个人所得税反避税实体
法规则明晰化以后，关于特别纳税调整的程序规则也应与之匹配，在 《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应增加
关于自然人的反避税条款以解决反避税规制对象缺位的问题，并规定避税的相关法律责任。此外，
还应加大国际反避税协作力度。除了依托ＣＲＳ交换税务信息，还可谋求开展高净值人群反避税专项
合作，包括签署反避税国际税务合作协议，将反避税稽查领域延伸至适用于高净值人群的跨境所得；
参与个人所得税反避税多边联合整饬行动，实施对高净值人群跨境避税行为的国际共治。
由于美国尚未加入ＣＲＳ，因此，有税务规划方案的设计者建议中国的高净值人群将海外财产转

移至美国，力图规避将金融账户情报交换到中国。然而，移资美国是否能够切实保障财产不被征税？
实际上，且不说ＯＥＣＤ在解释ＣＲＳ与ＦＡＴＣＡ的关系时就提及美国已经着手依据ＦＡＴＣＡ进行信息
交换，中国与美国也早在２０１４年就草签了涉税金融账户信息的对等交换协议。因此，中美确认以

ＦＡＴＣＡ为依据交换个人金融账户信息之日，即为移资美国的高净值人群的税务透明之时，试图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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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嘉玲、郑利鹏： 《２０００亿资金蜂拥离岸信托 雷军等富豪 “移师”境外》，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ｃｏｍ．ｃｎ／ｉｎｄｅｘ／ｓｈｏｗ／ｊｒ／ｃｖ／

ｃｖ１２５１６９９０２６０，２０２１年８月６日。
《新加坡注册局 （ＡＣＲＡ）宣布新政策 “实际控制人”》，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ｈｉｃｈｅｎｇ．ｎｅｗｓ／ｓｈｏｗ／９１７６９３，２０２１年８月６日。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Ａｃｔ，２０２１年又对该法案进行了修订。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ｉｔｃ．ｋｙ／ｗ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ＤＩＴ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Ａｃｔ．ｐｄｆ，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Ｎｏ．５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Ｇａｚｅｔｔｅ　Ｎｏ．１２ Ｄａｔｅｄ　５ｔｈ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１，２０２１年８月６日。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Ａｃｔ，２０１９年又对该法案进行了修订。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ｖｉｆｓｃ．ｖｇ／

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ｎｏｔｉ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ｅｄ＿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ａｃｔ＿２０１９．ｐｄｆ，２０２１年８月６日。



融资产转移至美国以规避ＣＲＳ并非可持续的合规解决方案。①

由此，在优化个人所得税反避税规则之后，面对正在走向全球税务信息透明的新时代，高净值
人士即使作为金融机构的ＶＩＰ亦无法获得金融机构的些许偏袒和庇护。只有以 “合规”为本进行可
持续的整体税务规划，才是对财产进行保护和传承的应有姿态。

（责任编辑：任朝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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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虽然在中美互换个人金融账户信息之后，移资美国亦将课税，但在新 《个人所得税法》施行之际，仍有不少高净值人士为规避
其中的反避税条款而选择将金融资产转移至美国重设离岸家族信托。


